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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福祥广珐琅钟：不到半个世纪就实现的登峰造极
广钟历史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下）：

作者简介：郭福祥，
故宫博物院二级研究
馆员、宫廷历史部
首席专家。

从 16世纪 80 年代西方钟表传
入中国到1911年清朝结束，三百多
年间中国逐渐形成三大钟表制作中
心区域：以清宫造办处为代表的北
京区域，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域，
以南京、苏州、上海等地为中心的长
江三角洲区域。广州作为中西文化
交流的桥头堡，是中国最早接触和
制作自鸣钟的地区，其产品与宫廷
关系密切，精品进入宫廷，普通产品
则销往民间。

在清宫的广钟收藏中，有一些
钟表的钟体上装饰大面积色彩鲜
艳、纹饰繁缛的透明珐琅，这是清宫
藏广钟的重要特征。这种透明珐琅
钟是清宫藏广钟中非常特殊的一
类，是公认的广钟代表性作品，也是
显示宫廷和民间广钟收藏具有明显
区隔的品类。

要对广珐琅钟有深入的认知，
广东透明珐琅的历史是必须解决的
首要问题之一。经笔者近年研究，
后者的历史脉络问题基本解决。笔
者近期新作《广钟历史的几个关键
性问题》一文，对此展开详细探讨。

所谓“透明珐琅”，是将透明釉
料施于金属胎体之上，经烧制后形
成一种可透视胎底，器物表面具有
自然亮丽、明暗变化视觉效果的珐
琅艺术作品。在中国，这种珐琅直
到18世纪才有在地的制作实践，是
各类珐琅中最晚传播到中国的品

种。而“画珐琅”通常是指铜胎
画珐琅，即在铜胎上填涂珐

琅釉烧制，然后再在其上
用各色珐琅釉画出

纹饰低温烧制。画珐琅技艺在康熙
时传入中国，受到皇帝和宫廷重视，
在宫廷和广州得以大力推广，逐渐
发展为宫廷艺术的重要门类。

镶饰透明珐琅是清代广钟最具
代表性和标志性的装饰手法。工匠
们一般根据钟表的造型将钟表外壳
面分解成不同部分，每个部分单独
烧制透明珐琅器物或珐琅片，然后
再组合、拼接和镶嵌到钟体的相应
部位。一件外壳嵌满透明珐琅的广
钟，多者要烧配几十件大小不等、形
态各异的构件和珐琅片。

笔者这些年来对收藏于国内各
大博物馆，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透明珐琅藏品，以
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广东透明珐琅
作品进行了认真细致调查，对广东透
明珐琅作品制作风格及其演变有了
一定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基
本思路是根据胎体、技术和装饰风格
对现存实物加以分组，探讨其前后递
进关系，从而确立广东透明珐琅历史
发展大致的时间纵向坐标。同时，探
讨广东透明珐琅的不同市场及其影
响，建立其空间横向坐标。

在梳理现存广东透明珐琅实物
过程中，笔者首先关注到的是作为
透明珐琅制作基础的胎体，材质有
金胎、银胎和铜胎之别。这三种胎
体似乎有个逐步递进的过程，可作
为区别广东透明珐琅的第一层级要
素。其次是在同一种胎体上，透明
珐琅的施作技术和装饰手法又有明
显阶段性演变，可作为区别广东透
明珐琅的第二层级要素。

根据这两个层级要素的变化和
演进关系，可将现存广东透明珐琅
实物分为四组，即金胎浮雕透明珐
琅、银胎浮雕透明珐琅、装饰金银片
花纹的铜胎透明珐琅、透明珐琅和
画珐琅相结合的铜胎珐琅。

金胎阶段作品主要是现藏于台
北故宫博物院的28件金胎浮雕透明
珐琅作品。这些作品基本是根据宫
廷要求，按照法国工匠所作金胎弦纹
地番莲花纹内填透明珐琅碗的工艺
制作。关于这件碗的情况，后面将详
细讨论。这28件作品均是在金胎上
錾刻出番莲花纹，花纹四周刻弦纹为
地，各部分填充不同颜色的透明珐
琅，可以透视胎地，色彩艳丽。器形
虽根据宫廷收藏的需求有所变化，但
纹饰和做法基本不变，都源自当时宫
廷所藏康熙时期制作的金胎黄地番
莲花卉纹画珐琅碗。除最早的一件
康熙款浮雕透明珐琅金碗外，其余27
件都有“乾隆年制”款识。

银胎阶段作品主要是北京故宫
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银
胎浮雕透明珐琅水丞1组、长颈瓶2
对、炉瓶盒 1 套。银胎透明珐琅存
世数量极少，可能只是一种过渡性

试验产品，很快便被更稳定的铜胎
替代。

铜胎阶段的透明珐琅作品数量
较多，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和海外各博物馆。经笔者初步统
计，其数量超过 250 件。铜胎阶段
又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主
要是为宫廷生产，是广东透明珐琅
技艺发展最成熟和艺术水平最高的
阶段，与宫廷的密切联系使得透明
珐琅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宫廷器物特
别是钟表上；后期则将透明珐琅和
画珐琅相结合，呈现新的风格，而且
这种新风格完全是为了适应海外市
场而出现，产品基本销往海外，显示
出广东透明珐琅市场由国内转向海
外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成本
成为透明珐琅品质高低的决定性因
素，产品品质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
不断下滑，广东透明珐琅技艺最终
归于沉寂，不知所终。

这四组透明珐琅器物基本形成
了广东透明珐琅前后相续的演变序
列，第一组金胎浮雕透明珐琅是这一
序列中最早的产品。因此，只要我们
解决了金胎透明珐琅制作的时间和
技术来源问题，就解决了广东透明珐
琅技艺的整体起源问题，同时也解决
了广东透明珐琅钟的起始时间问题。

近年来，海峡两岸研究人员在
清代宫廷珐琅研究方面取得可喜进
展。王竹平透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所
藏康熙款浮雕透明珐琅金碗所用金
胎上的法国巴黎金匠行会戳记，尤其
是课税标章和纯度标章，明确该碗所
用金胎制作于1777年的巴黎，从而
推知该碗施釉连同落款的完成时间
应不早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排
除了其为康熙朝制品的可能性。通
过对清宫相关档案和实物的梳理，王
竹平厘清了此组28件金胎浮雕透明
珐琅器制作的背景和大体脉络。其
中，乾隆时期制作于法国的康熙款浮
雕透明珐琅金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作品，它很可能是清宫所有金胎浮雕
透明珐琅器的创意源头。

王竹平还推测这件康熙款金碗
之所以在法国制作，可能与乾隆四
十年（1775 年）广东粤海关执行的一
项对康熙和雍正朝画珐琅器进行复
制的乾隆皇帝的指令有关。据造办
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十年十一
月，皇帝指令太监胡世杰将包括金
胎西洋珐琅碗在内的 10 件康熙款
和雍正款画珐琅器交给粤海关监督
德魁，照样各做成一件，并指示“不
要广法琅，务要洋法琅，亦要细致烧
乾隆年制款”。这里的“洋法琅”到
底是指广东制作的西洋风格的珐
琅，还是指西洋制作的珐琅，粤海关
官员可能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于是
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一方面，
粤海关在广东复制一份。两年以后

的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将照样新
做成的 10 件“乾隆年制”款画珐琅
器呈交，做样的10件画珐琅器也一
并交回。另一方面，粤海关又把做
样的10件画珐琅器分别画图，通过
在广东的西洋商人将图样带往法
国，觅工匠再做一份。

王翯在北京故宫所藏乾隆款铜
胎画珐琅菊纹壶底部发现的法国著
名珐琅画师Joseph Coteau（1740-
1801 年）的签名，证实了粤海关确实
向法国发出了制作样本的要求。以
此为线索，王翯又从两岸故宫博物院
的收藏中辨识出与此壶一起在法国
复刻的同批其他画珐琅作品（王翯：

《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
据档案记录，法国制作的这批

画珐琅器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
十一月由粤海关监督穆腾额送到宫
廷。其后王翯还在此壶的胎体上发
现了金匠、巴黎地区征税和金属纯
度标章，确认壶体的金胎制作于
1783年（王翯、刘瀚文、翟毅：《西洋
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补证》），
这与清宫档案记载完全相合。赵冰
最近在法国文献中也发现了将这些
珐琅器的样稿带往法国制作的线索
（赵冰：《从乾隆皇帝 1775-1776 年
“法国定制”看中法宫廷交流的私人
性》）。中法文献和实物都证实了清
宫通过广东粤海关向法国定制这批
画珐琅器的事实。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笔者首先
通过此组器物中一对乾隆年制款金
胎浮雕珐琅提篮的原装木盒上刻有

“乾隆年制金胎广珐琅花篮一对”的
款识，作出“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当时
宫廷认定此类金胎浮雕内填透明珐
琅为广东制作，是广珐琅的一个类
别。据此，我们可以将技法和风格
与此一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
款金胎浮雕透明珐琅作品全部认定
为由粤海关制作的广东透明珐琅”
这样的判断。之后又根据乾隆四十
九年（1784 年）穆腾额将这批法国制
作的画珐琅器送往宫廷时还附有

“做样珐琅碗一件”的记载，及前述
法国工匠 1777 年制作的康熙款浮
雕透明珐琅金碗和 1783 年制作的
乾隆款铜胎画珐琅菊纹壶之间时间
相距 6 年之久的情况，推测在这批
法国定制的珐琅器制作过程中，中
法之间曾有过反复交流讨论，有过
误解和纠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法国透明珐琅技术进入中国，并为
乾隆宫廷所关注。

当时可能的情形是，粤海关一
面按照实物在广州当地募工制作，
同时将这10件器物画样，委托法国
商人将样稿带往欧洲，让法国工匠
另做一套。画样很快送到法国，法
国方面对此项活计高度重视，募聘
巴黎著名珐琅工匠Joseph Coteau

等参加制作。出于谨慎，法国方面
在 1777 年按照接到的图样先试制
了一件金胎珐琅碗运往中国，希望
得到中国方面更具体的意见，以使
整个工程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不
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对图样的理解
有偏差，法国工匠将金碗原本应采
用的“画珐琅”制作工艺误用了錾胎
内填“透明珐琅”做法。这件錾胎透
明珐琅金碗，也就是台北故宫博物
院现藏的康熙款金胎浮雕透明珐琅
碗，当时制成后被运回中国进呈乾
隆皇帝。因和当初做样的康熙款画
珐琅金碗完全不同，乾隆皇帝意识
到西洋工匠并没有领会其意图，于
是再次将原做样的画珐琅碗送到广
州粤海关，让法国商人转往巴黎。
通过样器，法国工匠得以领会宫廷
的画珐琅制作意图。1784年，法国
工匠全部完成这批画珐琅器的制
作，做样珐琅碗和新做的10件画珐
琅器一起回到清宫。这样就可以理
解都在法国巴黎制作，为什么1777
年 康 熙 款 浮 雕 透 明 珐 琅 金 碗 和
1783 年 Coteau 款铜胎画珐琅菊纹
壶的制作间隔了 6 年之久，也就可
以理解原本已经回到乾清宫的做样
珐琅碗为什么又出现在后来乾隆四
十九年呈进的活计之中了。

法国方面制作的金胎透明珐琅
碗样品送到宫廷后，乾隆皇帝在纠
正法国工匠偏差的同时，也对此碗
特别的透明珐琅产生了兴趣，由此
引发了后续“乾隆年制”款金胎透明
珐琅器的制作。

这是清宫最早一批广东透明珐琅
作品，制作时间应在清宫收到法方试
制金胎透明珐琅碗的1777年之后。

至此，可以得出广东透明珐琅
工艺是由法国引进的结论。引进的
契机源于乾隆皇帝通过粤海关依样
向西洋定制画珐琅器过程中，法国
工匠偶然地偏离顾客要求，将原本
应该是画珐琅的金胎碗做成了内填
透明珐琅，由此引发了乾隆皇帝命
粤海关仿烧的系列制作，开启了广
东透明珐琅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到晚清一百余年的发展史。

由此也可以推定，装饰透明珐
琅 的 广 钟 出 现 的 最 早 时 间 亦 在
1777年左右。

而广珐琅钟的下限，按常理和
逻辑推断，应以广东透明珐琅历史
的下限即晚清为广珐琅钟的下限。
要注意的一点是，宫廷和民间的广

珐琅钟在存续时间上的不同。笔者
根据两组广东透明珐琅实物提供的
相关信息进行推断认为，可将广东
透明珐琅市场由以宫廷为主转向以
海外和民间为主的时间定在19世纪
20年代初期。在此之前的广东透明
珐琅都是专门为宫廷生产，相应地，
此一时期制作的广珐琅钟也都为宫
廷所收藏；在此之后，广东透明珐琅
转向民间和海外，此时期制作的广珐
琅钟也被排除在宫廷收藏之外，主要
面向民间。最后，随着晚清广东透明
珐琅技艺的消失，广东民间装饰透明
珐琅的钟表也随即销声匿迹。

综上，借助笔者和其他学者的
研究成果，我们可将清宫收藏的装
饰高水平透明珐琅广钟的制作时间
大致界定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之间。这
些代表清代广钟制作最高水准的作
品，实际上是在乾隆晚期至嘉庆时
期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段内生产
的。广珐琅钟是一个生产时间短暂
但技术登峰造极的广钟品种。

地理、历史与潮汕文化
□ 黄 挺

什么是潮汕文化？我现在的理解是：潮汕文
化是一种在自然环境条件影响下，经过漫长的历
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族群文化。它是由生活
在潮汕本土与世界各地的潮州人共同创造的。

潮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影
响：一个是自然地理，另一个是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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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镀金珐琅转花卷帘白猿献寿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御制”款金胎浮雕透
明珐琅碗及底部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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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先辈很早就认识到，自

然地理对一个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有很重要的影响，会造成这个地域
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特征。这种
观念，在地方志里，表现得特别突
出，几乎每一部方志，都会描绘本地
的山川形胜，进而述说本地的风俗
文化。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的

“风俗志”就按地理环境把潮阳县9
个乡都，分成4个片区，用文采斐然
的笔墨，讲述了它们各不相同的文
化风俗：

西南片峡山、黄陇、贵山 3 个
都，地处练江上中游台地平原，农业
发达，居民渔樵耕读，多宗族，知礼
义，一派儒风。西北片竹山、直浦2
个都，在榕江江口平原，也适合农
耕，居民崇儒礼佛，文化风俗与西南
片相仿。东南片的隆井、举练2都，
地处练江海口，淡水资源缺乏，发展
农业很困难，居民多靠鱼盐、商贸为
生。西南片位于濠江海峡两岸的砂
浦、招收2都，居民更是将海上长途
贩运和捕鱼、煮盐作为生计。海洋
生活的险恶，造就这 4 个都好争敢
死的民风。

林大春告诉我们，在潮阳，大地
与海洋炼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方
文化品格。把眼界扩大到整个潮
汕，我们看到的情景，亦犹如是。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东南一隅，
北边是山，南面是海。横亘在潮汕
西北部的莲花山脉，是这个地区与
珠江流域的分水岭。潮州城北面绵

延百余里的凤凰山区阻隔了潮汕和
北方地区的联系，在崇山峻岭中，只
有蜿蜒千里的韩江是最方便的通
道。这条通道可以跟赣江连接起来，
在很长时间里，对潮汕和中原地区的
沟通起着巨大的作用。

潮汕东南面，涨海连天。漫长
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对潮汕的
历史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背山面
海，可耕地很少，潮汕人只能够以海
为田，在波涛里闯荡谋生。有了季
风和海流给予的便利，潮汕与中国
沿海地区以至日本列岛、朝鲜半岛、
琉球列岛、南洋诸岛和中南半岛成
为一个交往密切的区域，一个海洋
世界。这是潮汕人海外移民和海上
贸易传统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在
这样一个海洋世界里，潮汕人接触
了中国文化以外的多元文化，通过
相互交流、吸收，丰富了潮汕文化。

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始终影响
着潮汕历史发展。于是，讲述潮汕
的历史故事，就必须有两种地理的
视角：大陆的潮汕和海洋的潮汕。

大陆和海洋共同塑造了潮汕的
区域传统文化面貌。今天海内外的
潮汕人，保留着颇为一致的独特民
性、风俗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
最让世人瞩目的，是移民和经商。

贰
在强调地理元素所造成的地域

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也必须重视时
间元素所造成的地域历史变迁。历
史变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同样重要。

在文化的视野里，这个区域的

历史变迁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公元前 2世纪以

前。这一阶段的考古资料显示，本
地区与周边地域有密切的文化联
系，先是与东面闽台保持一致，后
来，西面的南越文化入侵本地，改变
了本地区文化的原来面貌，但土著
文化色彩依然强烈。

第二个阶段从公元前 200年前
后开始。主要通过北方移民和行政
建置，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这块
土地上，经由并生、对抗，逐渐融
合。从这个时间起，本地文化开始
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先是，南越国在南海郡增置揭
阳县。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
汉平南越，本地区纳入汉帝国的建
制，南迁的北方移民慢慢多起来。
到东晋义熙九年（公元 413 年），本
地开始有了郡一级的建置。这一时
期考古发现的文物，有非常典型的
北方风格。这是新移民遗留下来
的。它正好说明这时移民和土著基
本上还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唐高
宗、武后时（公元 7 世纪后期），陈
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
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在这两个州之
间，又有了漳州的建置。北方移民
人数增长很快，带来了进步的农业
和手工业生产方式，改变了本地人
文景观。元和十四年（公元 819 年）
韩愈被贬潮州，是对潮汕历史影响
巨大的事件。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
育强化，盛行于中国北方的佛教也
传播至本地。虽然在韩愈之前潮州
已经有了官办学校，不过，着眼潮汕
文化的发展源流，韩愈仍然被人们
看作是潮州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
儒家文化的代表，是转变潮州文化
习俗的百世之师。韩愈和大颠的际
会，开始了本地“儒佛交辉”的人文
历程。到唐末五代（公元 9 世纪），
中原正统文化已经普及到潮汕地方
社会的中下层。

第三个阶段，自北宋延续到明
代中期（公元 10—16 世纪）。本地

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潮汕文
化成为汉文化一个分支。这个阶
段，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潮汕得
到快速发展的机遇，逐渐成为“岭南
名郡”。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
地方经济的增长。借助着学校教育
和科举，士大夫文化渐成潮汕社会
文化主流，宗教信仰也愈发多元
化。在官员、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共
同的努力下，潮州城成为一座颇有
规模的美丽的城市。

改朝换代的动荡，只是水面波
澜。战乱过后，潮州地方社会照着
原来的惯性运转。在 13 世纪末到
14世纪中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有
比较稳定的发展。

明朝建国伊始（1368 年），洪武
皇帝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很多
土著的山民疍户开始定居务农，成
为朝廷的好百姓。依赖于农耕生活
的安定，很多农家的孩子通过进学
改变了社会身份，也使自己的家庭
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经过几代
人的积累，从弘治到万历前期（公元
16 世纪前后），潮州科名之盛，空前
绝后，形成一个对本地社会颇具影
响力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
的形成，推动着本地学术的发展和
乡村宗族的文化建构。潮汕文化
传统的主要面相之一——宗族化
开始呈现。这时，正逢欧洲商业势
力东来，有一些人开始重操商贸旧
业，海上私市贸易又活跃起来。海
上贸易的重兴，也强化了潮汕文化
传统的另一个特色——商业化。
这有违王朝既定国策。16 世纪后
期，朝廷强化地方控制，用武力镇
压潮州海商，却也开启了潮汕人向
东南亚移民的先声。

儒家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延
续到18世纪中期，这一时期颇为潮
汕人引以自豪的科举成就、在乡村
普遍建立起来的宗族制度，都是这
种影响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晚明到清代（公元
16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

由于清乾隆以后海上交通与贸
易的开放，潮州的科举成绩在18世
纪中叶坠崖式地突然中落。也是从
这时起，潮汕海外移民数量开始大
规模增加，潮汕文化向海外发展，与
整个环中国海地区联系。在这个阶
段，本地区的农业和商业并头发展，
一起哺养起本地不断快速增长的人
口。但这一小块山海之间的土地毕
竟狭隘，哺养的责任，最终还要由商
业来担负。于是，海上贸易和海外
移民，成了这段历史的主题词。我
们对潮汕历史思考的中心，也不能
不转移到整个环中国海地域。

叁
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讲述了不

同来源的多种文化——以南中国海
为中心的海洋世界的土著文化，来
自北方大陆的中原文化，还有随潮
流而至的西方文化在潮汕地区相互
交流、包容、对抗、融合，如何造成地
域社会的变迁；也讲述了商业贸易
和移民，如何让这种地域文化的影
响不断向海外拓展；讲述了在近代，
这种地域文化又如何连接起离散在
世界各地的潮汕人。实际上，它回
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
什么是潮汕文化？

李亦园先生在《一个移殖的市
镇》这本书中讲过一个故事：1960
年代中期，他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麻
坡做田野调查，陈蕾士先生陪同他
参观了一个国乐社。陈蕾士是很
有名气的潮州筝演奏家和潮州音

乐理论家，对中国古乐器也很有研
究。在参观过程，陈先生说了一段
话：“中国国乐所用的乐器各地大
致相同，但在演奏时，各地区所用
以作导引的乐器则有不同，例如潮
州人用‘外江胡’作导引，福建人则
用箫为导引，其风格也因此不同；
而各地的人都以他们所演奏的才
是真正的国乐。可是如混合这些
不同的色彩在一起，大家也都承认
这是国乐。”

李先生认为这一段话虽然是从
音乐的观点而言，却可帮我们解释
中国文化的整合性与地区性的问
题，因为我们若把这一段话引申为

“中国文化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性表
现，各地区的人都夸耀自己，认为他
们的文化才是代表真正的中国文
化，可是没有人否认，这些不同地方
性文化的总和，也是真正的中国文
化”，则可对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面能
有所说明。

李先生的意思很清楚：中国文
化是许多不同的地方文化的总和，
这是中国文化本质。我的理解是，
李先生这句话表达的，正是中国文
化的“多元一体”。就是说，潮汕文
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它有
自己特色。潮汕文化的特色，就在
于它的海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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